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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鲍罗廷

薛衔天

【 内 容 提 要 】 鲍罗廷是斯大林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 年 8 月来华，10 月 18

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被聘为政治顾问），1925 年 7 月 1 日被聘为广

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7 年 7 月返回苏联。鲍罗廷在华工作 4 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关

系的确立，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每一次成功都有他的功劳；另一方面，他始终将全部对

华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国民党方面，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又不能一贯地坚定

支持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容忍、姑息，使蒋介石夺得最高权力，最

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作为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执行者，鲍罗廷在华期间

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提出的三条工作原则，其功过与这三条指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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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①是斯大林派给孙中

山的政治顾问，1923 年 8 月来华，10 月 18 日被孙

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被聘为政治顾问），

1925年 7月 1日被聘为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1927 年 7 月返回苏联。在华期间，鲍罗廷帮助孙中

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运动，建立了赫赫功绩，关于这方面的

论述甚多，无须详述。但对鲍罗廷在国共合作统一

战线中执行过分倚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

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步步退让妥协，最终使

千万共产党人倒身血泊，造成大革命悲惨失败的历

史错误以及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尚需进一步分析研

究。本文试就鲍罗廷的功过问题作一新的述评。

一、斯大林确定鲍罗廷在华工作三原则

鲍罗廷 190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作为列宁

的代表，奔走于欧美许多国家，与那里的革命者建

立联系，组织革命力量，发动革命运动，是俄国革

命传奇式的人物。共产国际成立后，他作为共产国

际的代表前往美洲，帮助那里的革命者建立了美国

共产党。1923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与苏联使华全权

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苏联遂与孙中山确定

了联盟关系。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当年 8 月 2 日俄

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

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合

作中，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

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工作上要与苏联

驻北京全权代表配合，并通过该代表与莫斯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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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联系①。这一决定给鲍罗廷定下了三项在华工作

原则：第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就是责成鲍罗廷要全力支持孙中山进行反帝斗争，要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考虑问题，做事要对国民党负责；

第二，“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

就是责成鲍罗廷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社

会主义革命，要中共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第

三，鲍罗廷在工作关系上隶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不属于共产国际，要通过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向莫斯

科汇报情况。这三条原则是斯大林提出的，体现了

他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真实态度。鲍罗廷在

华工作期间，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三条指示，其功过

与这三条指示密不可分。

1923 年 8 月 2 日，鲍罗廷与苏联新任驻华全

权代表加拉罕从莫斯科启程来华，10 月 6 日到达

广州。10 月 18 日，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

组织教练员（后来被聘为政治顾问）。受命伊始，

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第一条指示，全力协助孙中山，

从两个关键环节改组国民党：一是为国民党确定一

个正确的革命纲领，他通过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是改变国民党的成

分。他反复向孙中山阐明依靠工农的重要性，驳斥

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论调，主张将中国革命最优秀的

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吸纳进国民党。

1924 年 1月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大会宣言和党章，中国共产党

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

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

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十人当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总数的 1/4。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

职务的中共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

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

秘书杨匏安②。至此，国民党从主义到领导成员面

貌一新，成功完成改组，实现了国共合作。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千百万工农大众

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中国出现了空前大好

的革命形势。这一切都与鲍罗廷的工作息息相关。

孙中山致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称赞鲍罗廷

“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

意义深远的事情”③。

二、鲍罗廷的错误——“不追求培植
       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实际内容

国民党改组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党内合作的方式

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就是

说在国民党内存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党。随着工农

运动的发展、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展开，在国民

党内部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便逐步尖锐起来。

国民党内原来就存在左、中、右派的斗争。国

共实行合作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

一致，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坚决反帝 ；对内主张联共，

依靠工农大众。而国民党右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

的主张与左派恰恰相反。这样，国共合作后国民党

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就表现为统一战线内

部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苏联是国共合作的撮合人，是国民革命唯一的

国际支持者，当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发生矛盾和斗

争的时候，鲍罗廷很自然地成为这种矛盾和斗争的

“调节人”和“仲裁者”。如何处理国共矛盾，直

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和中共的命运。从当时中

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应当执行如

下政策：第一，必须坚决维持国共统一战线，也就

是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第二，必

须坚决与国民党新老右派作斗争，不断地削弱他们

的力量；第三，必须坚决支持以中共为代表的国民

党左派，并不断壮大左派的力量。这三条是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的。只有全面执行这三条方针，国共统一

战线才能巩固，国民革命运动才能健康发展。然而，

鲍罗廷遵循“决不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

方针，只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条，维护国共

统一战线的存在。在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关

键时刻，他不但不对共产党给予坚决支持，反击右派，

而且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使以蒋介

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步步得逞。

（一）说服陈独秀向国民党老右派妥协

国民党一大后的几个月，其右派力量得到加强，

①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1号记录，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Москва, 1994г., С.239-240.

② 荣孟源主编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

光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3、67 页。

③ 贾丕才等著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译本，张静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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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国民党右派邓泽如、

张继、谢持等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国民党中央

检查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

产党案》，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就是“党

中有党”，对国民党“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

对不宜党中有党”。邓泽如等人还举行群众大会，

煽动侨居国外的国民党党员的过激情绪，搜集资料，

派亲信跟踪共产党人，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总攻击。

张继还攻击共产国际和鲍罗廷，说共产国际妄想获

取东方革命的指挥和控制权，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

尚，无论如何不能担当党的顾问①。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陈独秀主张与国民党

右派决裂。他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

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控制的某些活动，

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

对派。”②而鲍罗廷却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认为

让左派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

而且还“确定灭亡期限为几个月”③。1924 年 7 月

15 日中共广东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听取鲍罗廷关于

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报告，鲍罗廷坚持共产党留在

国民党内，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放弃一大纲领④。陈独

秀尊重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意见，中共中央于 7

月 21 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为图革

命势力联合，“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

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⑤。陈独秀对国民党

右派的进攻采取以忍让求合的态度以及后来所犯右

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鲍罗廷的影响密不可分。

（二）对国民党新右派放松警惕，不向斯大林

汇报中共真实情况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国民党内

左右派势力加速分化，除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

戴季陶和蒋介石逐渐成为新右派的代表人物。

新右派的理论基础是戴季陶主义。实际上，戴

季陶主义就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反共主义，蒋介石等

一批新右派分子受其影响，一面表示联共，一面又

以“限共”和“溶共”的方式反共，比老右派更隐蔽，

更具有欺骗性。

孙中山去世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国民党沿

着孙中山确定的革命方向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防

止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右派和野心家篡夺革命的领导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发展

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力量，保证他

们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时刻警惕并及时揭露右

派和野心家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

鲍罗廷就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党内斗争形势不

断向莫斯科发回报告，说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病重

期间就采取了分裂党的步骤，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右派的离去是一件好事⑥。他这里所指的右派，

还是那些国民党的“老近卫军”，并没有认识到以

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比老右派更加危险，更没有

认识到同右派进行斗争时必须扶植和壮大作为左派

中坚的中国共产党。鲍罗廷在报告中甚至对中共只

字不提。他的这种轻视共产党的做法引起共产国际

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的高度忧虑。他在给加拉罕的

信中指出，鲍罗廷最近发回的报告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他的报告判断，“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

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共产党”。但

在中国局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通报国共

两党的关系和两党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这样可以使联共（布）和苏联国家领导人了解

中国解放运动中真实的力量对比。由于苏联领导层

得不到驻华使馆关于中共的报告，甚至连斯大林都

不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共产

党人已经被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因此在国共两党

发生原则分歧时，中共就不可能得到联共（布）和

苏联政府的支持。维经斯基进一步指出，现在“必

须加强我们在国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工

作，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

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共产党人应当打起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站在运动的最前列”⑦。但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主要听苏联驻华代表加

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40 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 年 7 月 3

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449-450．

②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458-459．

③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 7月 12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455．

④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做出的决议（1924年 7月 15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459-460．

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

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2 ～ 283 页。

⑥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1925年 4月 6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542-543．

⑦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 4月 22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 С.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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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和派往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廷的意见，维经斯基

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

（三）说服中共接受《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

夺取最高领导权

由于鲍罗廷对蒋介石丧失警惕性，蒋介石在夺

取最高领导权的道路上胆子越来越大，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广州实行戒严，

逮捕广州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

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

没收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是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

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严重事件。事件的发生，无

论对莫斯科、苏联驻华代表处，还是对中国共产党

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但对事件如何处理，如何消

除事件造成的后果，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吸取必

要的教训，进而处理好国共两党关系，直接关系到

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回国述职，

不在广州。但处理事件的善后事宜，非鲍罗廷不可。

因此广州“各方都在等候鲍的到来”①。4月 29 日鲍

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莫斯科“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

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②。“中山舰事件”

把蒋介石反苏反共的右派面目暴露无遗，但鲍罗廷不

支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揭穿蒋介石

反苏反共的阴谋，而是将处理事件的首要着眼点放在

弥补苏俄与蒋介石的关系上，玩弄政客手腕掩饰自己

的过错。他为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不惜拿中共作替

罪羊，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

的“退让政策”。他解释说：“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

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恶劣的影响。

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工作。只有

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

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③为改善苏俄与蒋介石的关

系，鲍罗廷先与蒋介石秘密磋商，事先接受蒋介石炮

制的《整理党务案》；然后劝说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

和谭平山去向蒋介石表示，中共绝不反对通过《整理

党务案》。张国焘认为，《整理党务案》的详细内容

他们并未与闻，却事先表示绝不反对，“未免太抹杀

中共的地位了”。但由于鲍罗廷的再三劝说，他们还

是应允了④。这样，《整理党务案》便在国民党二届

二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了。

根据《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高级

党部出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 1/3，

中共党员不得出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跨党

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

党员被迫辞职。组织部长谭平山被蒋介石取代，宣

传部长毛泽东被顾孟余取代，农民部长林祖涵被甘

乃光取代，中央秘书处书记刘伯垂被叶楚伧取代，

国民党中央各部领导再无共产党人，这就真正应验

了斯大林的那句话，中共在国民党内受到了“虐待”。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蒋介石大获全胜，他

接着利用北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夺取了革命

最高领导权。

（四）从“以汪制蒋”到“蒋汪合作”的摇摆，

加速了蒋介石的叛离

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汪精卫不满鲍罗廷迁

就蒋介石的做法，赌气到欧洲“休病假”，国民党

内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另一方面，蒋介石极力

发展个人军事独裁势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打

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纵容各地反动势力，压

制工农运动，引起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工农大众的

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排除异己，专横跋扈的

军阀作风也引起了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反感。国民党

中央和一些地区领导人遂提出迎接告假赴欧洲“休

病假”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制衡蒋介石过分膨胀的

权力、巩固同共产党合作的强烈要求。而此时湖南

又出现了一颗新星——国民革命军第 8 军军长唐生

智。他的军队比较能打仗，又有中国共产党发动起

来的工农大众的支持，在攻取长沙的作战中立下头

功。他表示支持省内工农运动，并邀请中共向第 8

军派遣政工干部，迅速得到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力量

的拥护，成为在军事上能够抗衡蒋介石的人物。在

这种情况下，鲍罗廷设计了“以汪制蒋”的策略。

1926年8月9日，他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通报说 ：“我

们已经决定，到时候应当在武昌召开广泛的国民党

代表会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与汪精卫保持经常联

系。我同前线将领们交谈后知道，在这个时候汪精

卫的名字可以将蒋介石所有的反对派都联合起来。

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应当代表工人、农民、

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

领……这个纲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蒋介石下台。用

汪精卫的名字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然后可以在这里

广泛地完成在广州曾做过的工作，逐步解除可能对

国民党左派构成威胁的那些部队的武装。目前用这

①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②  同上，第 113 页。

③  同上，第 120 页。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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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办法就能达到自己的基本目标：恢复 3 月 20 日以

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

（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注）。”① 

鲍罗廷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让蒋介石下台，并

逐步解除威胁国民党左派的那些部队（蒋介石的嫡

系部队）的武装，但是其方法却是南辕北辙。在当

时的情况下，让蒋介石下台，只有在以中共为代表

的真正左派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绝不是仅仅通过革命的政治纲领所能办到的。

但从国共合作成立以来，鲍罗廷秉承联共（布）中

央的旨意，从来没有让中共组织武装力量。“中山

舰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中共没有自己足够的军队。

这时要恢复 3 月 20 日以前的局面只有走武装工农的

道路，而当时湖南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已经为中共

组建革命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仅在长沙市中共湖

南区委就组织起 1000 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并控制了市

区，使北伐先遣军兵不血刃就进了长沙城。如果当

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允许中共在湘粤工农运动

发达地区发展武装力量，可以说工农武装呼之即出。

当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等人

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但他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仍然坚持让中共充当国民

党的“忠诚奴仆”角色的一贯方针，既不让中共争

取革命领导权，更不准中共发展自己的工农武装力

量②，想通过一些左的决议赶蒋介石下台，恢复 3 月

20 日以前的局面，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就在做

出让蒋介石下台决定的一周后，鲍罗廷经过与共产

国际远东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协商，改变了主意，将“以

汪制蒋”的策略改变为“蒋汪合作”的方针。

鲍罗廷在 1926 年 8 月 16 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委员会会议上说，“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的

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 ：汪精卫负责国家管

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蒋介石在看到自己

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

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③。鲍罗廷从赶蒋下台的立场

又回到与蒋和解实行“蒋汪合作”的立场。

党内日益高涨的迎汪气氛使蒋介石受到强大压

力。他认为迎汪就是倒蒋。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进攻武昌失利，他又受到了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处

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蒋介石派自己的代表胡公冕专程

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请中共勿赞成汪精卫回国，因为

“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介石）捣乱，分

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蒋介石还请维经斯基亲赴湖

北来帮助他④。蒋介石一向专横跋扈，特别是对中国

共产党恨之入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向中

共求助的；他接连向中共通款，是他“自知地位危险”

的真情流露。如果这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采取

果断措施，坚决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乘机收回蒋介

石的党权，削弱其兵权，迅速建立工农武装，仍然有

可能保证北伐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发展。

但鲍罗廷提出的“蒋汪合作”方针已经被莫斯

科正式批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督促中国共

产党执行。陈独秀根据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精神，

通过胡公冕对蒋介石做出了应诺：1.蒋汪应当合作；

2. 汪领导广州（政府），但汪要根据蒋的意思和指

示领导广州的工作；3.汪可以充当蒋与军队中其他派

别之间的调节器，汪精卫的回任不会使斗争尖锐化，

否则将毁灭共同的事业。陈独秀还建议由蒋介石首先

提出让汪精卫回国的倡议，以便使迎汪一事不违背蒋

的意志而是根据他的倡议进行的⑤。中共完全接受了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主张，积极贯彻以蒋为主的“蒋

汪合作”方针，蒋介石的地位得以巩固，从此失去了

拿下蒋介石的机会。鲍罗廷从“倒蒋”转向“联蒋”，

非但没能拉住蒋介石向左转，反而促使其加速了叛变

革命的步伐。

三、从请求休假到被逐回国，以及
           鲍罗廷失败后的自白

1926 年 10 月中旬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了全体中央

委员与各省区、各特别市和海外各总支部的联席会

议。会议确定了“蒋汪合作，以蒋为主”的方针，

并开始付诸实行。但这并没有讨好蒋介石，他对鲍

罗廷更加猜忌。鲍蒋矛盾在迁都问题上爆发出来。

①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政协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

8月 9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1, Москва, 
1996г., С.308-310．

②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曾不断向中共发出指示，让中共成立军事

委员会，介入军事事务，但其工作仅限于帮助国民党左派，并非让中共

直接发展自己的工农武装。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 年 8月

16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1, С.326-327．

④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一九二六）》，

第 325 ～ 326 页。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

记录（1926 年 9月 20 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1, С.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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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远在广州的国民政府

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迁都问题

提上日程。鲍罗廷主张迁都武汉，蒋介石主张迁都

南昌。11 月 16 日，鲍罗廷率领宋庆龄、孙科等人以

“迁都调查委员”的身份北上，先到庐山与蒋介石

商定迁都武汉方案，随即转赴武汉安排迁都事宜。

鲍罗廷一到武汉，武汉就开始了反蒋运动。鲍

罗廷耍手腕，对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

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暗示

要以唐生智取代蒋介石①。蒋介石怀疑鲍罗廷要通过

迁都武汉削弱他的权力。于是他将张静江等第二批

从广州北上的中央党部和政府成员扣留在南昌，于

1927 年 1 月 3 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 6

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否定了迁都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于 1 月 12 日来到武汉，要求在武汉的中

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迁往南昌。鲍罗廷在当天欢迎蒋

介石的宴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他欺压共产党，妨碍

工农运动发展，有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介石质

问鲍罗廷是谁压迫工农大众，反过来指责鲍罗廷欺

骗国民党，破坏孙中山的联俄政策②。从此两人斗争

公开化。武汉方面利用工农团体举行迁都请愿活动，

给蒋介石施加重大压力。蒋介石假意表示同意鲍罗

廷意见迁都武汉，但回到南昌后即命令取消武汉联

席会议，仍然坚持迁都南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

临分裂成两半的危险。这时，鲍罗廷的处境十分困难，

遂提出回莫斯科休假，辞去顾问一职。这说明他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莫斯科虽然早有撤回鲍

罗廷之议，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

所以联共（布）中央坚持让鲍罗廷留守岗位，不要

突出自己，处理好迁都问题③。

在迁都武汉问题上，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又

有共产党的支持，在鲍罗廷的坚持下，2 月 21 日临

时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即

日于武汉开始办公；3 月 1 日以前在武汉召开中央执

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告成立武汉政府④。但蒋介石

非但不让步，反而指责武汉搞分裂。2 月 22 日，南

昌方面声明，在南昌的中央党部和政府迁往武汉之

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和政府的名义办公。实际上形

成了武汉与南昌对立的局面。自此之后，蒋介石对

鲍罗廷步步紧逼，必欲将他赶出中国而后快。

在解决武汉和南昌对立问题上，根据莫斯科的

命令，鲍罗廷已经不能亲自出面，以免“突出自己”。

于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2 月 22 日从武汉赶到

九江说服蒋介石。蒋介石乘机以鲍罗廷为靶子，大

批莫斯科。他对维经斯基说，南昌和武昌之间没有

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主要责任在鲍罗廷；

鲍罗廷为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可他现在开始执行

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我现在反对他，因为

他在坚持将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蒋介石

明明知道鲍罗廷执行的是莫斯科的命令，但他说 ：

“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

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

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都会有

反应。”他质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坚持的是什

么方针？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分裂？”蒋介

石最后对迁都武汉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迁政府与

鲍罗廷有关系”，即让鲍罗廷离任；二是“在党内

建立严格的纪律”，即建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

后他威胁说，他“准备分裂”，还说共产党人说他

是军阀，是独裁者，想同苏联决裂，对日本妥协⑤。

这些话旨在恫吓维经斯基，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

决裂，就投靠日本。

蒋介石拉拢维经斯基，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

鲍罗廷，又引发了鲍罗廷与维经斯基的冲突。鲍

罗廷指斥维经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加米涅

夫那种工贼角色；他南昌之行，不但未达到目的，

反而动摇了反蒋阵线，助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自

己的威信。维经斯基反唇相讥，说鲍罗廷的做法不

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

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

中的地位⑥。鲍罗廷认为，蒋介石占领南昌之后，

锐意经营东南，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日渐疏远，

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

求妥协。如果蒋介石占领上海，很可能发动一个反

共运动。基于这种认识，鲍罗廷再次产生了联合蒋

介石的反对派，拿掉蒋介石与南昌彻底决裂的想法，

又从联蒋转向倒蒋。而维经斯基受加伦的影响，认

①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二册，第 167 ～ 168 页。

②  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 年 5 月 4 日。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7 号记录（摘要）（1927 年 2 月

17 日），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

第 2卷（1926 ～ 1927 年），第 2部分，第 519 ～ 620 页。

④ 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1 日和 3月 8日。

⑤ 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7 年2月26 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2, С.630-631．

⑥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二册，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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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敌当前，国民革命不宜过早分化，否则不利于

工农运动的发展，对蒋介石有妥协倾向。鲍罗廷与

维经斯基的争论，反映到莫斯科。斯大林等联共（布）

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于 1927 年 3 月

10 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斯大林亲自作关于中国问

题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定，明确反对与蒋介石

决裂，主张贯彻拉住蒋介石的一贯做法①，否定了

鲍罗廷同蒋介石决裂的意向。鲍罗廷的地位受到进

一步削弱。

斯大林的退让政策也没有拉住蒋介石。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

行反革命大屠杀，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打入血

泊。由斯大林制定、鲍罗廷具体执行的国共合作政

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时，斯大林将全部对华政策的基点完全建立

在汪精卫更加“左”倾和持续革命化的基础之上，

对汪精卫给予全力支持。在4月至 6月的两个月中，

苏联对武汉政府援助了 400 万卢布②。但武汉政府要

求苏联援助的款额却是 1500 万卢布③。苏联的经援

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的经

济困境。

在鲍罗廷的坚决主张下，武汉政府举行北伐，

进军河南，联合冯玉祥。这次北伐虽然给奉军造成

重创，也使国民革命军铁军第四军元气大伤，而联

合冯玉祥的战略目的并没有达到。

此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对华政策的忠实

执行者鲍罗廷都已对武汉政府不抱多大希望，而是

将最大希望转移到冯玉祥身上，希望冯玉祥与武汉

政府建立巩固的联盟，共同移师东南，剿灭蒋介石。

但汪精卫却到郑州与冯玉祥达成了驱逐鲍罗廷

的秘密协议。随后，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

确定了在清除共产党的基础上，蒋、冯、汪实行合作，

继续进行北伐。会后冯玉祥发表迫使武汉与南京合

流的通电，通电宣称，武汉地区社会已根本动摇，

其补救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其政府成员除

少数人须“出洋休息”外，其余均可与南京政府合

而为一，要求汪精卫等“速定大计，早日实行”④。

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

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的

三大政策，与蒋介石合流。这样，鲍罗廷在武汉已

无立足之地。冯玉祥许诺为鲍罗廷提供安全信道，

鲍罗廷决定经戈壁沙漠通过外蒙古回国。7月27日，

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陈友仁和一些外国人共 30 余人

在武汉车站登上专列，宋子文、汪精卫到车站送行，

到达郑州后冯玉祥前来迎接，这位在华工作 4 年之

久的苏联顾问，被迫离去的最后一刻保持了自己的

尊严。

鲍罗廷在华工作 4 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关系的

确立，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每一次成功都有他的功

劳。另一方面，他始终将全部对华工作的重心集中

在国民党方面，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

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中共“做中国革命的苦力”；而

在对国民党的工作中，又不能一贯地坚定支持左派，

对蒋介石一系列的反共活动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

使蒋介石夺得了最高权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

败。鲍罗廷对国共两党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从根

本上说，是因为他是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

的执行者，但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制定

与鲍罗廷从中国发回的情况报告和建议有直接关系。

那么鲍罗廷自己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如何看待

中国国共两党，或者说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民主

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关系的呢？鲍罗廷在意识到其

在华全部使命行将结束时，曾与一位瑞典记者有过

如下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答这些问题。

瑞典记者问：“如果那些一直同你共事的人在

危难时刻离开你……你会试图为建立一个纯粹的共

产主义的政权而战斗到底吗？”

鲍罗廷答：“假若当了我 4 年的朋友和战友的

中国领袖（指冯玉祥和蒋介石——作者注）仍认为

他们没有我的帮助也能继续战斗的时刻已经来临，

那么我将服从。因为我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发

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不打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而

战——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瑞典记者问：“是什么把你吸引到中国，又是

什么使你留在这里，尽管你生活在危险和困难之中，

尽管你的政策经常在你周围的仇恨和痛苦的海洋中

几近遭到吞没？”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记录（摘录）（1927年3月10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2,  С.643-644．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记录（摘要）（1927年4月7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2, С.662,817．

③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 часть 2, С.807．

④ 载《晨报》192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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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答 ：“我来到中国是为了一种信念而战。

通过解放东方人民而完成世界革命的梦想把我带到

这里。但中国本身，以其古老的历史、无数的人民、

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无限的容纳能力使我震惊并征服

了我，渐渐地，我的世界革命理想也不再是至高无

上的了。中国的革命和为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完

全变成了目的，而不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我

的任务是抓住时机，让这个巨大的车轮开始转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带着我一道前进了。我自

己已成为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① 

这段对话非常清晰地反映了鲍罗廷的思想脉络。

他怀着实现世界革命（亦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

理想来到中国。但中国的现实要求却是进行打倒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他的

认识是，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自然要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来领导，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

的中国无产阶级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出于这一思想

认识，鲍罗廷一切以国民党为中心，轻视、限制，

甚至有时压制共产党，对蒋介石退让、姑息等种种

表现就是必然的了。鲍罗廷认为中国进行无产阶级

革命的时机尚未到来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认

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

建革命只有依靠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胜利的可

能。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就是斯大林、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导致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悲惨失败的主导原因。鲍罗廷

这个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悲剧

式地离开中国，也成为必然。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 美 ]丹尼尔 •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2 ～ 263 页。

Abstract: Borodin was a political adviser who was sent by Stalin to Sun Yat-sen. He came to China in August 
of 1923 and was appointed as an instructor for the Kuomintang organization (then he was engaged as an adviser) 
on October 18 of the same year. On July 1 of 1925, he was invited as a high-ranking adviser to the Guangzhou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e returned to the Soviet Union in July 1927. In his four-year work in China, h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o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another respect, he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Kuomintang all the time and put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ubordinate status, he also could not always support the leftists of the Kuomintang, he put up with Jiang Kai-
shek’s activities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let Jiang seize supreme power and lead to the los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China at last. As an execu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Stalin’s policy on 
China, he dutifully implemented the three pieces work principles proposed by Stali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was 
working in China. His merits and demerits were close with the three pieces of instructions.
Key words: Borodin;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Stalin; Kuominta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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